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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团队的领导时间统筹与员工同步配合的
协同机理研究

马    君,  闫嘉妮
（上海大学 管理学院，上海 200444）

摘　要： 创新加速迭代以及时间的不可逆与稀缺性，决定了时间是企业创新制胜的关键

资源之一。创新团队如何通过领导员工协同配合发挥时间优势，成为实践和理论关注的焦点。

结合团队协调理论，构建一个领导时间统筹与员工同步配合的协同模型，旨在揭示：（1）时间

领导力如何促进不同时间特性的个体达成团队时间共识，进而在同步偏好的调节作用下，产生

高效的团队创造力的问题；（2）团队时间共识衍生的时间认知冲突，又是如何通过削弱同步偏

好进而抑制时间共识转化为团队创造力的问题；（3）时间领导力如何通过促进个体调整时间

心理账户的一致性，激活同步偏好，进而化解时间共识衍生的副作用的问题。本研究为打开创

新任务的“时间悖论”提供了一个综合分析框架，也为团队协同创新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实

践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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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近年，创新驱动与商业智能化的发展，正加快着异质性资源的汇聚与跨界融合，企业时刻

面临着消费需求加速迭代、创新目标迅速调整等一系列与时间相关的严峻挑战。不可否认，时

间正成为企业无法忽略的决胜资源。尽管实务界根据“时间矩阵”强调时间管理的重要性，理论

界基于个体时间特质的多样性（Mohammed和Angell，2004）或时间心理框架（Treisman，1963）
展开系列研究，但总体看，这些研究主要停留在个体层面，缺乏针对团队层面时间资源管理内

在机理的细微刻画。事实上，创新团队的时间管理往往更加复杂（Ancona和Chong，1996；
Balasubramania等，2017）。

首先，创新任务的不确定性，因此产生了时间资源分配上的诸多悖论，如质量和速度、长期

和短期（Eisenhardt，2004；Mohammed和Harrison，2013）。换言之，在同一项创新任务的不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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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上，有的需要细致打磨，以彰显产品的核心差异性；有的需要采用成熟技术和标准操作，或者

快速响应市场需求或者腾挪出更多的时间供核心技术的精心雕琢，因而“慢工出细活”与“快刀

斩乱麻”是两种并存的创新任务时间格局。其次，组织成员的时间特性呈现多样性，具体表现为

不同的时间紧迫感、步调节奏以及时间焦点（眼界）。不同的时间特性会带来工作安排上的冲

突，影响整个创新流程（Mohammed和Harrison，2013）。最后，时间是任务流程进程约束下不可

逆转、不可储存的资源。在强调快速迭代的背景下，时间的稀缺性会加剧团队和个体的“隧道视

野”效应——过度关注时间的流逝而导致自身认知力、判断力被锁定（Koch等，2008），无法聚

焦于创新本身，引发团队创造力下降。

综上，创新任务的多样化时间需求、个体时间的多样性特质以及时间资源的稀缺性，决定

了时间管理既有技术上的要求，也有社会心理因素的要求，更为复杂（Lientz和Rea，2016）。可
喜的是，近年来学术界开始关注时间领导（Mohammed和Nadkarni，2011）在时间管理中所发挥

的作用，但仍然存在一个不可避免的现实问题：强有力的时间领导在达成团队时间共识的同

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干预了员工业已形成的工作节奏，导致他们对同步配合产生排斥。要化解

这一团队时间协同悖论，更需要团队协调机制的存在。同步偏好作为个体较稳定的特质，现有

研究已关注到它对提升团队创造力的积极影响（Leroy等，2015），但其作用机理尚不甚明了。

鉴于此，本文基于团队协调理论，剖析团队时间协同悖论产生的根源，在此基础上构建了

一个领导时间统筹与员工同步配合的理论分析框架，以期从时间视野推动团队协同创新的研

究与实践。

二、  时间管理的关键问题及其内在逻辑

（一）时间多样性：亟待化解的“双刃剑”效应

时间多样性（temporal diversity）是指个体在时间感知上的差异，包括时间紧迫性、步调节

奏和时间焦点三个维度，是个体特质在时间维度上的反映。时间紧迫性指个体对时间资源的珍

惜程度。高紧迫性的个体总是感到时间紧张（Menon等，1996），会自行设置最后期限并反复检

查时间余额（Rastegary和Landy，1993；Waller等，2001）。步调节奏指个体如何安排工作时间以

在最后期限内完成任务（Gevers等，2009）。大致分为早期行动型、先紧后缓型、稳定行动型、先

缓后急型和最后期限行动型五种类型（见图1）。早期行动个体如“早起的鸟儿”一样第一时间开

始行动并提前完成任务；最后期限行动个体则更像一个“拖延症患者”，直到最后一刻才开始工

作。时间焦点指个体对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时间框架重要性的感知，聚焦当下的个体着眼于眼

前利益而善于制定短期计划；眼界长远的个体倾向于长期规划（West和Meyer，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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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个体步调节奏多样性示意图
 

时间多样性对于团队来说是一把双刃剑（Mohammed和Harrison，2013）。它可以通过满足

任务对时间多样化组合的需求（如速度vs.质量、短期vs.长期）来提高团队效率（Eisenhardt，
2004；Bluedorn和Jaussi，2008）；但同时它也加剧了时间模糊性，造成团队成员时间认知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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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ersma等，2003），影响员工的心理和行为，进而削弱创造力。具体而言，时间紧迫性高的员工

会在组织内部造成一种紧张感，使得其他员工感受到无形的时间压力，降低自我效能感，进而

抑制创造力的产生（Chong等，2011）；最后期限行动者认为最后行动有利于应对任务的随时变

动，而不愿加快节奏（Mohammed和Harrison，2013），但其他人认为他们是不负责任的拖延；聚

焦长远的个体认为聚焦当下的个体是在冲动行事，而后者则认为前者的计划太久远不具有现

实性。时间多样性造成的冲突，使得团队成员之间充满紧张和不满（Jansen和Kristof-Brown，
2005）。为了完成任务，有些个体不得不做出妥协，以牺牲自己的最佳工作习惯为代价（McGrath，
1991）。

由此，如何进行有效的团队时间协调，化解时间多样性的“双刃剑”效应，是创新团队面临

的挑战（Mohammed和Angell，2004）。
（二）团队时间协调：团队协调理论在时间维度的拓展

时间协调被视为是一种特殊的团队协调机制（张钢和岑杰，2015），有助于化解时间多样性

的消极作用。根据团队协调理论，时间协调可以通过外显协调（explicit coordination）和内隐协

调（implicit coordination）两种方式完成（Espionsa等，2004）。
1. 外显时间协调——时间领导力

外显协调是指团队通过组织规范、交互过程中的相互监督等外部手段进行的内部关系协

调方式（Espionsa等，2004）。在时间管理领域，时间领导力是典型的外显协调方式。

时间领导力是指领导者通过确立团队时间规范，促进不同时间特质的个体达成团队时间

共识，而体现出的一种领导力（Ancona和Chong，2001）。具体体现在，安排任务日程〔包括设置

时间表和任务节点、确定工作顺序、提醒团队成员按时完成任务等（Bluedorn和Jaussi，2008）〕、

同步化〔协调团队时间以使工作按时结束（Shamir等，2011）〕以及分配时间资源〔例如确定

任务优先级、建立应急事件的时间体系（Mohammed和Harrison，2013）〕等方面。这一系列的行

为最终形成了团队的时间结构和规范（Halbesleben等，2003）。
2. 内隐时间协调——团队时间共识

内隐时间协调是指团队在不借助外力的条件下自发形成的一种协调方式。具体而言，团队

成员基于自己对任务需求和同事需求的理解，在一致性认知的驱动下，形成的关于时间的一种

共识（Nrico，2008），意味着团队成员就任务优先级、时间分配、工作周期、任务进度、截止日期

等达成一致。时间共识更容易催生团队合作上的默契（Gevers等，2006）。相反，如果团队成员对

时间资源的利用难以达成共识，个体就可能缺乏时间上的紧迫感、计划性和协调性。

需要强调的是，即便有外显的领导时间统筹以及内隐的团队时间共识，进行双重协调，仍

有一个关键的问题需要解决——团队成员是否愿意调整自己的节奏配合他人节奏？

3. 同步偏好

在社会同步概念基础上发展的员工同步偏好（synchrony preference）理论，有助于我们解

决上述问题。对行为拟态的研究发现，在社会互动中，人们很容易地（通常是无意识的）根据他

人的身体动作来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适应伙伴的节奏（Party等，2015；Volk等，2017）。Leroy等
（2015）将这些发现扩展到时间研究领域，发现同步偏好同样是一个稳定的个体差异，反映了个

体在社会互动中愿意在多大程度上调整自己的行动，以便与他人的步伐同步，目的是在互动伙

伴之间创造一种同步与和谐的感觉。研究表明，同步偏好能够提高个体工作节奏的灵活度，对

团队时间共识转化为创造力产生积极的调节效应（Blount和Janicik，2001）。
尽管同步偏好作为一种个体特质可以激发同步行为，但是，时间共识难免会冲击个体业已

形成的时间习惯，导致时间认知冲突，进而削弱同步偏好，阻碍时间协调过程。如何化解这一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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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时间协同悖论，值得进一步关注。时间心理账户理论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三）时间心理账户：时间视角下的收益—成本心理分析框架

时间心理账户（mental accounting of time）概念，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Thaler（1999）提
出的心理账户理论发展而来。根据该理论，每个人心里都会对财富分门别类、设置不同的账户

来存放和管理。类似地，个体也拥有时间心理账户，即人们会在时间认知的基础上对时间进行

分类、预算、监控和评价（Rajagopal和Rha，2009）。具体而言，个体会自行设置工作时间、休闲时

间、家庭时间等不同类别的心理账户，规划每个账户的大小，确定从每个时间账户支取时间的

额度、频率，估算时间目标收益，评价和调整时间心理账户。时间心理账户决定了个体的时间资

源管理，因此，干预时间心理账户可以改变个体对时间的主观理解，这为领导者化解团队时间

认知冲突提供了重要启示。

（四）评述：时间管理的关键问题及其内在逻辑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创新团队领导时间统筹与员工同步配合的协同过程，亟待化解以下三

个关键问题：第一，时间领导力如何将多样化的个体时间特性纳入团队共识轨道，并在员工同

步偏好的调节下促进团队创造力？第二，团队时间共识又是如何引发个体时间认知冲突进而削

弱同步偏好的？第三，时间领导力如何通过影响时间心理账户提高同步偏好？

值得庆幸的是，这些问题虽然复杂晦涩但并非毫无关联，事实上它们之间环环相扣并且存

在内在逻辑接口，这就为打开创新团队领导时间统筹与员工同步配合的协同机制提供了契机。

具体而言，这一复杂问题的内在逻辑如下（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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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时间管理的关键问题及其内在逻辑
 

逻辑接口1：作为时间资源的需求方，由于任务—时间悖论（如速度vs质量、长期vs短期）的

存在，创新任务需要多样化的时间组合；作为时间资源的供给方，员工时间特质（紧迫性、步调

和时间焦点）的多样性，能够满足这一需求。从团队创造的过程看，要想催生高的创造力，还需

要两个前提条件：一是要形成团队时间共识，二是团队成员要拥有较高的同步偏好。

逻辑接口2：时间领导力有助于团队时间共促形成，即时间领导者通过时间管理，将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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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体时间特性纳入团队共识轨道，形成统一的团队时间节奏。但与此同时，这一过程也会冲

击个体业已形成的时间观念，引发时间认知冲突，削弱员工同步偏好意愿，抑制团队创造力。要

化解这一团队时间协同悖论，还需要时间领导者发挥时间激励作用。

逻辑接口3：有效的时间领导力除了传统的时间管理之外，还包含一个时间上的激励相容

维度，即通过激励手段影响个体调整自身的时间心理账户，使得个体在时间配置上更倾向于与

组织同步，降低时间认知冲突。从而在领导时间统筹和员工同步配合的协同作用下，多样化时

间特质的个体通过达成时间共识激发出高的团队创造力。

三、  领导—员工时间协同机制的构建

在梳理出创新团队时间协调的关键问题及其内在逻辑的基础上，我们整合团队协调理论，

构建了一个团队层面的领导时间统筹与员工同步配合的协同模型（见图3），并按照图2所示的

逻辑线索，拆分出三个逻辑接口相衔接的子模型（见3a、3b、3c）进行研究。

（一）时间多样性、时间共识与团队创造力：时间领导力与同步偏好的调节作用

模型首先要解决如上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时间领导力如何将多样化的个体时间特性纳

入团队共识轨道，并在员工同步偏好的调节下促进团队创造力？概念模型图见3a所示。

根据团队协调理论，团队时间共识是重要的内隐时间协调机制，代表团队成员对任务的时

间安排（如，里程碑、时间表、时间参照点等）达成一致理解，是一种无意识的默契行为

（Gevers等，2006）。团队成员在互动过程中，会自发形成对任务在时间维度上的一致性理解。这

种时间共识的形成，第一，减少时间模糊性与时间冲突，员工会自发地将自己的时间行为与他

人进行协调配合，提升团队创造力（Gevers等，2006）。第二，增加团队成员对时间的掌控感，帮

助其克服时间资源限制下的隧道视野，将注意力转移到创新工作中从而提高团队创造力。第

三，促使组织内部营造出一种默契、信任的积极氛围（Klimoski和Mohammed，1994），进而提高

成员的心理安全感知，处于心理安全的个体，他们的思维更加开阔，对事物的看法更加多样化，

会产生更多的想法和创意；同时，心理安全还会促进人际交流，从而进一步激发创造力

（Edmondson等，2016）。总之，团队时间共识的形成有利于团队创造力。当然，团队协调理论也

指出，内隐协调也会受到外显协调过程的影响。也就是说，时间共识的形成会受到外在的、有意

识的外显时间协调机制的影响，比如目标制定、时间规划和时间反思（Gevers等，2006）。时间领

导作为主要的外显协调方式，可以强化时间共识的形成过程。其一，对于时间紧迫感知多样性，

强大的时间领导协调任务时间表中的缺口、相互冲突的安排，设置与成员紧迫性相匹配的时间

表；其二，对于步调多样性，时间领导可以将让“最后期限行动”个体承担任务前期的工作，让

“早期行动”个体主要负责任务的后期工作；其三，对于时间焦点多样性，时间领导可以通过建

立应急计划、设置执行提醒来平衡分布成员对长、短期计划的关注程度。时间领导确立的时间

规范，使得团队成员对于同一任务的时间认知更加清晰、一致，促进团队时间共识的形成，进而

提升创造力。据此，我们提出如下推论。

推论1：团队时间共识中介时间多样性与团队创造力的关系。

推论2：时间领导力调节团队时间共识对时间多样性与团队创造力的中介效应。时间领导

力越强，时间多样性越可能收敛为团队时间共识进而提升团队创造力。

除时间共识、时间领导外，同步也是时间协调研究中的关键因素（McGrath，1991）。当团队

同步偏好程度高时，首先，个体更容易体验到与他人同步的融洽感和流畅感（Moore，1963），这
种积极情绪会促使员工产生新想法、新方法，并按照组织的时间安排协同创新；其次，员工更容

易接受团队就任务期限、任务优先级、时间分配、工作顺序等方面业已达成的时间共识，从而减
 

创新团队的领导时间统筹与员工同步配合的协同机理研究

145



少执行创新任务过程中遇到的争议和人际阻力，减缓外部环境对个体内在动机的不利影响，提

升胜任感知和专注力（Gevers等，2006）；再次，个体与他人联系的意愿会增强，也会做出更多的

亲社会行为（Reddish等，2014），有助于组织形成良好的社会关系和合作氛围，加快异质性知识

的交互整合，激发创造力（Mumford和Gustafson，1988）；最后，同步是一种具体的、稳定的协调

模式（Chartrand和Lakin，2013），它会保证互动者较大程度的共享心理状态，从而达成彼此在时

间上的默契（Leroy等，2015），力出一孔，促进协同创新。

因此，高同步偏好会催生个体的积极情绪、提高员工胜任感知和专注力、增加团队内部交

流互动，产生无意识的“并轨”（entrainment）过程，从而强化团队时间共识对团队创造力的积极

影响。据此，我们提出如下推论。

推论3：同步偏好调节团队时间共识对时间多样性与团队创造力关系的中介效应。高的同

步偏好会通过强化团队时间共识与创造力之间的正向关系，进而促进时间多样性收敛为时间

共识提高创造力。

结合推论2和推论3可以看出，强有力的时间领导有助于促进多样化的时间特性纳入组织

时间共识轨道，而员工同步偏好又能强化团队共识转化为高的团队创造力。换言之，时间领导

力与同步偏好是时间多样性收敛为时间共识进而促进团队创造力这一过程中的两个重要边界

条件。若员工同步偏好低或者员工不配合，即便在强有力的时间领导下，协调时间多样性达成

团队时间共识，也难以催生高的团队创造力。反之，即使员工的同步偏好高或者同步配合能力

强，但是若团队领导的时间统筹能力弱或者时间领导力不强，则难以促进团队时间共识的形

成，也难以催生高的团队创造力。据此，我们提出一个联合调节的推论。

推论4：时间领导力和员工同步偏好分别在两阶段调节团队时间共识对时间多样性与团队

创造力二者关系的中介作用。当时间领导力高且成员同步配合偏好高时，时间多样性越容易通

过形成时间共识进而提升团队创造力。

（二）时间协调过程中的并发症：时间认知冲突对同步偏好的消极作用

上述时间协调过程又牵引出一个新的问题：团队时间共识冲击个体业已形成的时间观念，

可能削弱同步偏好，影响团队创造力，作用机理如图3b所示。

根据一致性理论（consistency theory），当个体所接受的信息（外部时间规范）与自己本身持

有的时间理解不一致时，个体会产生不安、不快等消极情绪（Osgood和Tannenbaum，1955）。在
时间协调过程中，客观的外部时间规范（如最后期限等）不可避免地会冲击个体的主观时间理

解，从而引发时间认知冲突。此时，一方面，个体为保持心理上的一致与和谐，不得已做出妥协

去满足组织的需要，这种非自愿的行为会削弱员工工作积极性和满意度，由此带来的情绪劳动

（emotional labor）将损耗其有限的心理资源（Hochschild等，1983），降低同步偏好（Tice和
Brats lavsky，2000）。另一方面，时间认知冲突会增加员工的挫败感，引发愤怒和沮丧

（Guenter等，2014），个体受回避动机驱动产生消极的工作态度，拖延和回避工作，导致同步偏

好降低，削弱团队时间共识对团队创造力的正向作用。

因此，团队内时间认知冲突水平越高，同步偏好水平就越低，团队时间共识对团队创造力

的正向影响也越低。据此我们提出如下推论：

推论5：时间认知冲突通过抑制同步偏好，进而阻碍团队时间共识转化为创造力。

（三）时间领导力影响同步偏好的调节机制：基于时间心理账户视角

为解决上述副作用，我们引入时间心理账户理论，拓展时间领导力蕴含的激励维度。具体

子模型如图3c所示。
 
 

 

146
外国经济与管理（第41卷第10期）



在强时间领导和
高同步偏好下，
时间多样性收敛
为时间共识进而
促进创造力

3a：时间多样性、时间共识与团队创
造力；时间领导力与同步偏好的调节
作用

3c：时间领导力影响同步偏好的
调节机制；基于时间心理账户
视角

3b：时间协调过程中的并发
症；时间认知冲突对同步偏好
的消极作用

时间共识形成过
程会冲击个体固
有主观时间理解，
削弱同步偏好

时间领导可以通过
时间激励影响成员
调节时间心理账户
进而促进同步偏好

领导时间统筹与员工同步偏好的协同模型

时间认知
冲突

员工同步
偏好

个体时间
优先级

时间心理
账户

时间多样性
组织时间
优先级

团队时间
共识

团队创造力

低

高

提升

目的
?

时间领导力

高

低

善于协调个人时间风格与任务
时间要求，形成高效工作流

难以协调个人时间风格与任务
时间要求，任务错位或脱节

时间认知冲突
Time2自评

同步偏好
Time2自评

时间共识
Time1自评

团队创造力
Time3自评

P5

时间多样性
Time1自评

时间心理账户
Time2自评

P7

时间领导力
Time1他评

同步偏好
Time3他评

时间领导力
Time1他评

同步偏好
Time3他评

P4

P2 P3

P1

时间多样性
Time1自评

团队时间共识
Time2自评

团队创造力
Time4他评

P6

引发副作用 采取干预手段

+

-

注： P=Proposal（推论）

：时间多样性、时间共识与团队创造力：时间领导力与同步偏好的调节作用
：时间协调过程中的并发症：时间认知冲突对同步偏好的消极作用
：时间领导力影响同步偏好的调节机制：基于时间心理账户视角
：架接变量间关系的理论桥梁（在研究中无需验证）

图 3    领导时间统筹与员工同步偏好协同模型的研究框架
 

事实上，对于个体来说，改变固有时间习惯与他人同步，是一项风险决策。一方面，如果放

弃自己一贯的时间习惯，必定会产生不适感，降低工作效率；另一方面，如果坚持自己的步调节

奏，拒绝同步，则可能会影响团队进程，甚至会因为不服从安排而受到领导的批评、被同事认为

并非同类而产生职场排斥（Brewer，1979）。因此，同步偏好能否被激活，其背后是一个复杂的动

态心理计量过程。根据前景理论，个体会依照主观参照点进行损失-收益心理框架（loss-gain
frame）的心理判断（Kahneman和Tversk，1979），遵循损失规避原则，衡量收益和损失之后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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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决策。在这一过程中，时间心理账户这种内隐心理结构会影响个体时间资源的支配（分类、

预算、监控和评价），是值得研究的重要机制。

时间多样性（紧迫性、步调、时间焦点）意味着个体对同一任务赋予的主观时间价值感知不

同。也就是说，在执行同一项任务时，每个员工对时间资源支出的预算（权重、顺序、质量等）、监

控方式、评价标准都不同，这些参照点的不同导致时间成本收益计算结果不同，最终做出的行

为也不同，影响团队同步偏好。总之，在团队层面来说，时间多样性越高，则时间心理账户差异

越大，团队的同步偏好程度就越低。要想形成高水平的同步偏好，就需要每个成员对时间的主

观感知呈现较为一致的状态。因此，时间心理账户的调整是激活同步偏好的关键。

研究表明，时间心理账户具有灵活性、边缘模糊性和发展性（Okada和Hoch，2004）。灵活性

是指时间心理账户的分类账户之间可以进行调整，比如暂时将休闲时间心理账户中的时间拿

出来用于工作，来配合组织的安排；边缘模糊性是指时间心理账户的分类账户大小是有弹性

的，比如在任务紧迫的时候，可以扩大工作时间心理账户；发展性是指随着时间的变化，时间心

理账户系统也会发生变化。这意味着，时间心理账户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可以被影响和改变的。

我们认为时间领导会影响不同时间特性个体调整其时间心理账户的过程。强有力的时间领导

会根据具体任务的时间要求，创建特定的情景去激活、调试时间心理账户，如通过赞赏个体的

时间安排等其他人际技巧以及恰当的时间奖励，改变心理计量过程中的参照点，使其感知到的

时间价值处于收益状态，进而调整时间心理账户将个体时间优先级与组织匹配。基于时间维度

的正面反馈，会提升个体对时间心理账户使用的正面评价，引导员工的时间心理账户系统逐渐

匹配任务要求，从而激活同步偏好。据此我们提出如下推论：

推论6：时间心理账户中介时间多样性与同步偏好的关系。

推论7：时间领导力调节时间心理账户对时间多样性与同步偏好关系的中介作用。越有效

的时间领导力，越可能促进多样化时间特性的个体调整时间心理账户的一致性，进而促进同步

偏好。

四、  结论与展望

创新加速迭代，计划越来越滞后于变化，探究团队时间机理愈益重要。本文将时间纳入团

队研究，构建了一个领导时间统筹与员工同步配合的分析框架，有以下理论和实践启示。

（一）理论贡献

第一，拓展了团队协调理论在时间管理领域中的应用。协调团队成员在时间侧面上的个性

差异也应该是团队协调过程中关注的重点。本文突破了传统时间研究大多关注外显时间协调

机制（如设定时间表、排程等时间领导行为）的单一视角，如Zerubavel（1981）的两种基本的时

间协调模式、McGrath（1991）的TIP理论、Massey等（2003）的三种时间管理策略，从团队成员对

时间认知的一致性出发，引入内隐时间协调机制“团队时间共识”，并且探讨了外显和内隐两种

时间协调方式之间的关系，即时间领导力调节团队时间共识对时间多样性和创造力关系的中

介效应，从而更加全面深刻地揭示了创新任务下时间维度的协调机制。

第二，提出了领导时间统筹与员工同步配合的协同模型。首先，该模型将成员同步偏好纳

入时间协调机制研究。时间资源的充分利用，不仅需要强有力的时间领导，团队成员是否配合

也显得至关重要。传统研究将焦点全部放在了团队的化身——领导身上，探讨领导通过“上帝

视角”展开时间领导行为去操纵调度成员，而忽视了团队成员自身是否愿意配合。其次，该模型

还将团队成员外显特质（如时间多样性、同步偏好）及其内隐心理框架（时间心理账户）纳入考

虑，既包括了宏观的领导统筹成员配合的动态协调过程，还包括了微观的时间领导操纵成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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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心理账户使其做出同步的选择，从而化解时间多样性的“双刃剑”效应。此外，模型的结果变

量为创造力。现有关于时间协调的研究其结果变量大多为任务绩效、幸福感、组织公民行为等

（Mohammed和Nadkarni，2011；Mohammed和Alipour，2014），鲜有涉及创造力。事实上，无论是

在时间管理的技术层面：排程和里程碑带来的清晰目标感，还是在社会互动层面：成员同步带

来的流畅感以及形成团队时间共识带来的心理安全感，这些都能预测团队创造力。

第三，拓展了时间领导力的内涵和测量维度。现有研究大多集中在时间领导力通过确定

“时间进度、执行时机、重要节点、截止日期”等一系列时间管理策略来发挥作用（Bluedorn和
Jaussi，2008；Shamir，2011），我们发现，有效的时间领导力还包含了一个时间维度上的激励相

容维度，即通过激活个体时间心理账户，把个体的时间安排纳入团队轨道，降低时间认知冲突，

提高同步偏好；从而在领导时间统筹和员工同步配合的协同作用下，打开任务时间悖论，增强

团队时间管理能力，提升团队创造力，为完善时间领导力构念及测量奠定基础。

（二）实践启示

第一，企业应转变观念，意识到时间资源管理在创新迭代时期的极端重要性。首先，要重视

时间领导力的培养，将时间领导力纳入企业选拔、晋升、绩效与培养体系之中，特别是要加大各

级管理者的时间领导力培训力度，指导他们通过创建时间表、使用时间提醒、创建内置的应急

时间等来改善他们的时间领导技术；其次，企业在组建异质性团队时，也可以将时间异质性纳

入考虑，结合创新任务的特征（即对时间多样化组合的不同需求）进行“排兵布阵”，打造时间优势。

第二，同步偏好是团队需要挖掘的重要资产。当时间成为企业决胜的重要资源时，企业要

意识到，在分配任务职责和工作顺序时高同步偏好的员工更愿意考虑到他人的时间需求、偏好

或约束，随着创新任务互赖程度以及紧迫程度越来越高，团队更需要高同步偏好的员工同步化

其他成员的步调，在人际促进、团队时间共识以及团队协同创新格局的形成方面，发挥引领和

带动作用。据此，企业应将同步偏好纳入企业员工招聘、选拔、晋升、绩效与培养体系之中，增强

团队成员的同步配合能力，有助于提升团队创造力。

第三，领导者除需提升时间管理硬实力，还需修炼自身的时间激励软实力。首先，领导者需

要尽可能地掌握团队成员不同的时间特性差异；其次，领导者需要意识到团队时间共识形成的

重要性，在团队内部自下而上充分讨论并建立团队时间章程，加深团队成员对时间共识的理

解，运用时间管理技术敦促成员通过遵守章程来处理和协调好不同的时间特性差异；此外，领

导者需要提升自己的情境阅读能力，察觉团队成员在时间协调过程中所产生的时间认知冲突；

最后，领导者需要了解和掌握时间心理账户这一微观机制的存在，针对性地为员工提供有关时

间方面的正面反馈，调整其时间心理账户，从而提高成员的同步意愿，最大化地发挥时间多样

性优势，提升团队创造力。

（三）开展实证研究及注意事项

该模型建立在团队层面，尚需未来的实证研究加以验证。在实证研究中，研究变量均为团

队层面变量，需要将个体数据聚合成团队数据，并在此之前对是否可以聚合进行判断。结果变

量为团队创造力，这一变量的测量采取团队领导评分直接得出。自变量时间多样性用标准差表

示，具体可以参考Mohammed和Nadkarni（2011）的方法。其他变量在测量上由个体感知所得，

在数据处理上最终都聚合到团队层面。需要注意的是，除根据已有研究将性别、年龄，工作年限

和受教育水平设为控制变量外，考虑到团队创造力有时候并不完全取决于个体平均水平，可能

取决于个别特别突出的团队成员创造力的突变，因此，有必要对个体平均创造力的变异量进行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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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ynergy Mechanism of Temporal Leadership and
Employees’ Synchronization in Innovation Teams

Ma Jun,  Yan Jiani
（School of Management,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Summary: Based on the team coordination theor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for the synchronous cooperation between temporal leaders and employees, with a view to
promoting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team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from a time perspective. The study
consists of three parts: First, how does temporal leadership promote individuals with different time traits
to reach a time consensus, so as to produce efficient team creativity under the moderation of employees’
synchrony preference? Second, how does time cognitive conflict derived from team time consensus
inhibit the transformation of time consensus into team creativity by weakening synchrony preference?
Third, how does temporal leadership help individuals to adjust the mental accounting of time, activate
synchrony preference, and thus eliminate the side-effects derived from time consensus?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findings, temporal diversity（time urgency, pacing style, and time focus）is helpful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diversity time combinations of innovation tasks（e.g. speed vs. quality; long-term vs.
short-term）, but only if a time consensus of teams is formed and individuals have a high synchrony
preference. Powerful temporal leadership is beneficial to balance temporal individual differences to form
time consensus; while this process impacts upon individuals’ established habits of the time, causes time
cognitive conflict, weakens synchrony preference, and thus brings adverse effects on team creativity.
Therefore, effective temporal leadership also includes a time motivate dimension, that is, it brings
individual time arrangement into the team track by activating individual mental accounting of time, time
cognitive conflict is reduced, and synchrony preference is improved. Finally, under the synchronous
cooperation between temporal leaders and employees, team time efficiency and team creativity are
promoted. In conclusion, this study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framework for opening up the
“time paradox” of innovation tasks, and also provides a new research perspective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eam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On the one hand, this study extend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eam
coordination  theory  in  the  field  of  time  management,  integrates  the  explicit  and  implicit  time
coordination ways, and constructs a collaborative model of synchronous cooperation between temporal
leaders and employees; meanwhile, it expands the connotation and measurement dimension of temporal
leadership.  On the other  hand,  the research conclusion suggests  that  enterprise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temporal leadership, enhance the synchronous cooperation ability of team
members,  and take temporal  heterogeneity into account  when setting up heterogeneous teams.  In
addition, leaders should not only improve their time management skills, but also cultivate their temporal
incentive power.

Key words: temporal  diversity; temporal  leadership; mental  accounting  of  time; synchrony
preference; team cre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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